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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阿拉伯国家安全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以索马里为例∗

徐亚莉

摘　 　 要： 族际冲突是族际政治的重要方面，是族类群体基于族类情感认

同和不同利益诉求，诉诸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族际互动。 在国际体系

中，失败国家的族际冲突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自 １９９１ 年陷入无政府状态

后，索马里被国际社会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氏族矛盾、部族冲突、跨界

民族关系紧张等多层次的族际冲突，成为阻碍其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 与

此同时，索马里多年来曲折的国家建构历程，反过来强化了族际认同，加剧

了族际冲突。 本文通过梳理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索马里国家崩溃及重建的

历程，分析索马里族际冲突的表现和成因，探讨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之间

的关系，从而试图对国际秩序重塑背景下同类失败国家的政治和解、重建

努力和国家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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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 以索马里为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西亚、非洲、南亚、中亚和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内部的

异质族群之间因权力利益冲突、谋求自治或分离而暴乱频发，族际冲突成为冷战结

束以来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冲突形式之一，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全球化进程推动国家间深度互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族际冲突外溢风险

增大，挑战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 当前，在西亚和非洲地区，也门、苏丹、索马里等失

败国家①的治理困境愈益影响地区与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而这些失败国家之所以

动荡不安并危及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存在且水火不容的

族际冲突。
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扼亚丁湾和红海贸易航道，战略地位显要，历来是国际社

会的关注对象。 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该国始终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被国

际社会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 长久以来，索马里族际冲突问题严峻，这不仅制约

着其国内政治和解与重建进程，甚至不断外溢，使其成为非洲之角和西亚地区的重

要战略博弈场。 本文试以 １９９１ 至 ２０１７ 年间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问题为分析对象，探
究其复杂的表现、成因及对索马里国家重建的影响，以进一步揭示族际冲突与国家

失败之间的关系。

一、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的学理分析

族际政治是族群之间基于族类情感认同和不同利益诉求，围绕政治权力的族际

互动，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影响。 正如民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和重

要组成部分，族群及其政治互动则影响着国家内部的次结构生长。 长期以来，族群

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各占一隅；而在当代国际体系下

的国家建构中，各族群以多种方式，主动或被迫参与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对国家发展

和国际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也逐渐凸显了其政治学内涵，使族际政治研究成

为政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族际冲突是指发生在种族、民族、部族、氏族等不同层次的族群内部，某两个或

以上群体间为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的政治互动形式。 族际冲突可以分为国家内部

的族际冲突和跨界族际冲突，其原因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性。 解决族际冲突问题，既
需要实现国家内部基于合法性、权威性政府主导下的族际和解与整合，又需要国际

社会在尊重国家发展独立性和特殊性基础上给予一定支持。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许
多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族际冲突问题。 其中，失败国家的族际冲突问题尤其突

·７８·

① 国家失败是对国家建构失败的抽象描述，相关国家被称为失败国家。 这两个概念，既是对国际体系中

相关国家客观存在现象的表述，也有一定的西方话语色彩。 因此，文章中对相关表述添加双引号的部分，除为

了表示特殊强调外，也意在说明其体现西方政治理论特色的概念内涵，以便与其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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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不仅影响一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
在学理上，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具有同源性，其最重要的共性即二者都与源于

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存在关联性。 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下，族际冲突多源于民族国

家建构的不充分和不完备，而这也是国家失败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中，民族国家起源并发展于欧洲，是

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发展形态，与民族和民族主义相生相伴，强调国家与某

一“民族”在疆域上基本一致，从而使自然形态下的“民族”转变为政治意义上的“国
家”。① 民族与民族国家乃是一体两面，民族主义为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提

供了合法性。 根据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在“主体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多民族国家，各
少数族群之间为获取国家主流认同而争夺政治经济权益，导致族际冲突的产生；在
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或民族国家建构滞后的政治状态下，“民族”概念处于缺位状态，
“民族”抑或“主体民族”同样缺乏发展的充分性，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其他族群，在
国家运转和发展中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氏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盛行的非洲国

家，氏族或部族对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发展为族际冲突之现实。②

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下，国家失败意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 冷战结

束后，被传统意识形态冲突掩盖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部分国家在政

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国内冲突激增、分裂主义凸显、经济发展脆弱、地区安全形势

恶化等问题。 鉴于此，有学者试图用“失败国家”定义相关国家，并分析相关问题。③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频繁使用“失败国家”指称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并将

其视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温床，自此，“失败国家”日益频繁地进入人

们的视野。 事实上，“失败国家”既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现象，又是西方社

会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的一个体现西方政治理论特色，并为其反恐或人道主义干涉行

动提供理论支撑的政策性概念，而在关于国家失败的学术讨论中，现代民族国家的

·８８·

①
②
③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３－２７ 页。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６６－７０ 页。
采用“失败国家”概念对相关国家进行分析的学者有杰拉尔德·赫尔曼（Ｇｅｒａｌｄ Ｂ． Ｈｅｌｍａｎ）、史蒂芬·

拉特纳（Ｓｔｅｖｅｎ Ｒ． Ｒａｔｎｅｒ）、罗伯特·罗特伯格（Ｒｏｂｅ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ｒｇ）、罗伯特·贝兹（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等。 此外，罗伯

特·杰克逊（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艾勒·威廉·扎特曼（ Ｉｒ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ａｒｔｍａ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ＣＥＤ）与
世界银行还分别提出了“准国家”（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ｅｓ）、“崩溃国家”（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脆弱国家”（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等概

念定义此类国家。 参见 Ｇｅｒａｌｄ Ｂ． Ｈ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Ｒ． Ｒａｔｎ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８９， １９９２， ｐｐ． ３－２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ｒｇ， Ｗｈ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ａｉ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５ － 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１ － １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３ － ２６； Ｉｒ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ａｒｔｍａｎ，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１９９５， ｐ． ｖｉｉ；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ＩＥ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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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是其最重要的判断标尺。①

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视域下的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关系密切。 在许多西亚

和非洲国家，以传统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国家运转及发展现实，与西

方推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结果非但未能有效推动其部族、
氏族等族群转变为政治民族，实现民族身份建构，反而刺激了更多基于部族、氏族等

族群的社会动乱，导致诸多国家在西方标准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走向失败。 从欧洲文

明进程中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没有考虑二战后诸多新独立国家的族际政

治现实及其殖民历史遭遇，反而以“失败国家”概念定义这些在民族国家建构中不断

受挫的国家，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将自由民主价值观视为“拯救”失败国家的

“灵丹妙药”，结果不仅未能改变此类国家失败的现实，反而导致族际冲突日趋激烈。
纵观十余年来的《失败国家指数》名录，位列前十的失败国家大都来自西亚和非

洲地区，而且均面临族际冲突问题。 以索马里为例，自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ｉｙａｄ Ｂａｒｒｅ）领导的军人政府在 １９９１ 年倒台后，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

状态，被西方国家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或“崩溃国家”。② 虽然国际社会多次出面

助其重建政府，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建立索马里过渡国民政府、２００４ 年建立索马里过渡联

邦政府，但这些政权都未能获得国内各部族、各政治派系的认同。 ２０１２ 年，索马里结

束过渡期，索马里联邦政府宣告成立，但新的联邦政府仍面临国内派系争斗、地方分

离主义、暴恐势力猖獗、社会动荡不已等国家建构的现实困境。
国内外学者对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

个层次，而在次国家层面，只有少数学者指出氏族主义是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的主

要表现形式，是索马里国家崩溃的根源，也是索马里国家重建过程的基础性力量。③

·９８·

①

②

③

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失败国家处于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在政权合法性、权威性、现代性方面存在不

足，无法为人民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保障，由此引发的国家混乱不仅影响本国及其人民的生产与生

活，甚至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也成为西方

衡量所有国家建构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１２；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 Ｎｏ． ４， ２００７， ｐｐ． ６４４－６６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ｒｇ， Ｗｈ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ａｉ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ｐｐ． １－４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２ ／ ａｐｒ ／ ０７ ／ 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Ｍａｙ １０，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 ｆｓｉ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２００５⁃ｓｏｒｔａｂｌ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和美国和平基金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失败国家指数》名录，２０１４
年改为《脆弱国家指数》。 其中，索马里七年高居指数名录第一位（分别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三年仅次于南

苏丹，位居第二位（分别为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年），２００６年居第六位，２００７年居第三位。 参见“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ｄ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 ｆｓ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３日。

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Ｓ． 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ｓｅｎｄｅ， “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ａｎ ａ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ｒｇ， 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３２；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Ｍ． Ａｄａｍ，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Ｂｅｉｎｇ Ｂｏｒｎ？，” ｉｎ Ｉｒ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Ｚａｒｔｍａｎ， ｅ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１９９５， ｐｐ． ６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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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关研究将索马里族际政治简化为氏族主义，着重分析氏族之间为争夺国家

建构主导权进行的斗争，而忽视了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根源与表现的多元性和多层

性。 在国内外关于索马里族际政治的研究中，普遍对索马里不同层次族群的定义和

划分含混不清，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对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及重建进程的准

确分析。
实际上，索马里是非洲鲜见的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其疆土内的国民同属索马

里人，同操索马里语，同是逊尼派穆斯林；但其国家内部又生活着多个次民族意义上

的族群，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生活方式。
在民族层次上，索马里既是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可以表

述为索马里国家①，又是历史、文化、社会意义上的索马里人共同体。 在不同语境下，
“索马里人”或“索马里民族”的表述各有其义。 索马里人在其历史发展中建构了相

对独立且完整的社会形态，因而在索马里独立后成为其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族群。
但是，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家陷入混乱，索马里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建构过

程中断，因此，索马里人很难被称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意义上的“民族”。 但是，
在涉及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之间的“大索马里主义”问题时，索马里人又是一个展

现出浓厚政治色彩和特殊政治诉求的概念，人们仍认为索马里人是一个整体意义上

的民族，以区别于埃塞俄比亚人、肯尼亚人等异质民族。 概言之，索马里人或索马里

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
在次民族层次上，不同的专家学者对索马里主要族群形态的划分各不相同。 结

合相关学者和国际智库分析报告的定义及分类，本文认为索马里或索马里人由达鲁

德、哈维耶、伊萨克、迪尔和拉汉文五个主要氏族家庭联盟（ｃｌａ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ｓ）组成，②并

简称其为五大“部族”。 在政治学和民族学中，部族是指在特定生活地区，具有一定

血缘基础的氏族或者氏族家庭的聚合体，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特色。 在索马

里，这五大族群各都有自己的始祖，按照父系追溯血统的习俗从始祖传下姓氏，且各

有其方言、标志和生活习惯。
在五大部族内部，又有若干支系，即氏族。 索马里的氏族表现为典型的以血缘

为基础的自然形态，由若干家庭组成，具有家族特点。 其中，父系血统对家族聚合及

政治效忠的约束力，超越了对部族首领的依附，因此，氏族关系内部的家庭集团的对

立和合作，都是以父系追溯血统的习俗为基础的。③ 氏族内部起到约束作用、最经常

调动忠诚关系的，是其从属的“血亲复仇集团” （Ｄｉｙａ⁃ｐａｙ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在氏族内部，

·０９·

①
②

③

当前索马里的国家名称为“索马里联邦共和国”。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ａｊｉ Ｍｕｋｈｔ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ｈａｍ：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５．
顾章义等：《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２－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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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血亲复仇集团互相敌对，但当氏族遭到外敌攻击时，他们又会联合起来保护集体

利益。①

索马里的族群主要包括氏族（哈巴尔·吉迪尔、阿布加尔、伊塞、盖达布尔西

等）、部族（哈维耶、达鲁德、伊萨克、迪尔、拉汉文）、民族（索马里）三个层次，而索马

里的族际冲突就是指发生在氏族之间、部族之间以及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的跨界索马里人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它们对索马里政治生态和国家建构有着重要

且深刻的影响。

二、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性质及表现

自 １９９１ 年西亚德政府垮台以来，族际冲突对索马里国家建构影响深远，成为国

家长期陷入无政府或冲突状态的重要原因。 索马里的族际冲突有着鲜明的特点和

复杂的形式。
（一） 部族认同与殖民历史相结合，催生地方分离主义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先后独立，之后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
在索马里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开始了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 但是，在此后 ３０
年间，由于索马里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冲突、地方政党权力分配失衡、军人政府的

政策失当、国外高压干涉等因素的合力影响，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屡遭挫折，
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最终落空。 其间，原英属索马里的主体索马里兰，在索马

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引起索马里兰人的不满。 随着法属吉布提宣布独立、
欧加登战争失败，索马里兰人逐渐意识到建立包括法属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欧加登

地区、肯尼亚北部边区等索马里民族聚居区的“大索马里”国家的目标遥不可及，于
是，索马里兰人开始表现出谋求独立建国的倾向。 他们以殖民历史经历为依据，认
为英属索马里即索马里兰有权通过公民投票方式重获独立，成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并获得国际社会对公投结果的尊重。② 最终，索马里兰在 ２００１ 年通过立宪公投，宣
布政治独立。 此后，在国际社会支持的多次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中，索马里兰公开

拒绝接受索马里政府的管辖。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索马里兰进行了新一轮的总统选举，在
索马里政治进程中与联邦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索马里兰的独立建国主张基于伊萨克部族认同和英属索马里殖民历史传统，其
中，部族长老积极推动力量凝聚，深化了索马里兰与索马里其他地区的认同差异，并
因此加深了其与索马里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 索马里兰地区以伊萨克为主体部族，
在索马里文人政府期间，伊萨克部族在国家政治进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先后产生

·１９·

①
②

［英］ Ｉ． Ｍ． 刘易斯：《索马里史》，赵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 页。
王磊：《索马里兰独立问题浅议》，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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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英语成为索马里官方语言后，索马里外交部长、外贸商务部

长也都来自伊萨克。① 然而，在西亚德军人政府时期，达鲁德部族控制了中央政府，
伊萨克部族逐渐被压制，由此引发了索马里兰地区伊萨克人的强烈不满。 索马里民

族运动，就是一个在伊萨克部族长老的支持和动员下、以伊萨克为主体而形成的抵

制西亚德政府的反抗组织，并随后宣布建立索马里兰政权。
索马里国家长期处于战乱和无政府状态，而相形之下，西北部的索马里兰却逐

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之“国”。② 虽然尚未获得索马里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的

承认，索马里兰也只是被称为“半自治国”，但在政治建设中却表现出与索马里过渡

政府或联邦政府迥然相异的政治理念，显示出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挑战统一索马

里民族国家的建构路径。
（二） 基于部族和氏族的利益集团派系化、军阀化导致的长期武力冲突

自 １９６０ 年索马里建国以来，各届政府内部就充斥着部族和氏族利益集团之间的

明争暗斗。 立国初期，为解决索马里与邻国的边境争端、实现“大索马里”民族国家

目标，索马里表现出明显的团结凝聚态势，民族主义一度超越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
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 但是，欧加登战争失败以及西亚德政府倒台后，根深蒂固

的部族及氏族排他性浮现，代表不同部族和氏族利益的派系与军阀之间争端迭起，
各派割据一方，成为统一国家政治建设的阻碍力量，索马里由此陷入长期混乱，国家

动荡而民众涂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索马里各地因为反抗西亚德政府，以部族和氏族为基础，组

建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派系政权，主要包括以伊萨克部族为主的索马里民族运动、
以米朱提因氏族为主的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以哈维耶部族为主的索马里联合大会

党、以拉汉文部族为主的拉汉文抵抗军等。 在反抗运动中，各派系之间因部族和氏

族利益分歧无法实现联合，各自为战；西亚德政府垮台后，为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
各派之间又拒绝和解，继续割据一方，以致陷入混战。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索马里联

合大会党中代表阿布加尔氏族的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Ａｌｉ Ｍａｈｄｉ Ｍｏｈａｍｅｄ）与
代表哈巴尔·吉迪尔氏族的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ｒａｈ Ａｉｄｅｅｄ）
之间的对峙。

西亚德出走摩加迪沙后，马赫迪和艾迪德在权力分配上发生分歧，最终他们所

代表的两个氏族之间矛盾激化，将摩加迪沙分割为南北两个武装阵营，阿布加尔氏

族控制北部，哈巴尔·吉迪尔氏族控制南部，并分别宣称建立“全国性”政府，致使首

都长期处于武装对峙状态。 １９９２ 年索马里遭遇旱灾，到 １９９３ 年初，“天灾人祸”已导

致 １００ 多万难民逃亡异国他乡，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③ 以红十字会为代表

·２９·

①
②
③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ａｊｉ Ｍｕｋｈｔ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２２．
Ｍａｒｋ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 Ｅｌ Ｐａｓ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０９－１３６．
毕健康、陈丽蓉：《索马里难民治理的困局及出路》，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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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社会开展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但救援物资因国内派系争斗而无法

顺利到达受援地，其最大阻碍来自被称为“死亡三角”的三个地方派系之间对救援物

资的争夺：艾迪德为首的占据拜伊、巴科尔地区的索马里民族联盟；马赫迪控制的索

马里联合大会党；穆罕默德·西亚德·荷西·摩根（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ｉａｄ Ｈｅｒｓｉ Ｍｏｒｇａｎ）统
领的西亚德政府残余势力。① 面对人道主义危机加剧的现实，联合国和美国主导了

对索马里的两次维和行动，以保障救援物资顺利送达，并推动解决派系争端，解除地

方武装，恢复索马里和平。 但是，维和行动引起了各派系的暴力抵制，美军在遭受

“黑鹰坠落”（指 １９９３ 年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惨痛经历后撤离索马里。
在各大派系和军阀的割据争斗中，其领导人利用氏族和部族认同，动员本氏族

或部族内部成员加入对其他派系的斗争，以获取本氏族或部族对地方甚至对全国的

领导权。 在此过程中，虽然曾经出现派系内部不同氏族或不同部族之间的联合，但
各族群的终极目标仍是企图攫取相应的政治权力，并在随后的国家政治进程中分得

一杯羹。 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各政治派系和军阀之间的冲突，是氏族、部族认同

及其利益分歧的政治化表现，并使索马里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
（三） 跨界民族问题导致周边国家卷入，索马里内战“外溢”为地区冲突

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周边国家政府或国内其

他民族发生冲突而产生的一类族际政治问题，常被称为跨界民族问题。②

如上文所述，索马里人是非洲之角地区同操索马里语、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地

域性的人群共同体，但其民族性和政治性却因殖民时期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在索马

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的分而治之的殖民历史而破碎化。 依据国际法对

非洲各国疆界划分的规定，索马里人并未全部聚居在索马里共和国。 在埃塞俄比亚

的欧加登地区、肯尼亚东北边区和吉布提，均有相当数量的索马里人分布。 为实现

索马里民族统一，建国后的索马里与三个邻国关系趋于紧张，冲突不断。 １９６３ 年，肯
尼亚东北边区的索马里人聚居区被纳入肯尼亚东北省地区建制，实现自治；１９７７ 年，
吉布提公投独立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１９７８ 年，在欧加登战争中索马里战败，欧加

登地区以自治的方式继续接受埃塞俄比亚政府管辖。 自此，索马里期望联合非洲之

角各地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民族国家的希望宣告破灭。 但是，生活在共同边境

地区，因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带来的跨界民族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索马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与邻国的索马里人基于族际认

同以及利益交织，导致索马里形势日益复杂化，而周边国家因担忧甚至恐惧而不断

卷入索马里内乱，最终使索马里境内的族际冲突外溢为地区动荡。 在欧加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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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Ｉ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１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１９９６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Ｅｒｉｔｒｅａ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８－３０．

周平：《民族政治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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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虽然获得自治，但很难融入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 索

马里内战后大批难民涌入欧加登地区，不仅增强了以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

索马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影响埃塞俄比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也因此成为地

区国家之间的一大角力点。①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在边界争端问题上敌对情绪

严重，因此，厄立特里亚利用欧加登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暗中支持欧加登民族

解放阵线，为其提供援助，以抵消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为该地的紧张局

势火中投薪。② 此外，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与索马里艾迪德集团关系密切，并且在南

部索马里有大批支持者。 为削弱欧加登民族分离势力，埃塞俄比亚持续干涉索马里

的派系冲突，或支持艾迪德集团的死敌，或援助拉汉文抵抗军。③ 基于其对欧加登索

马里民族主义威胁的担忧，埃塞俄比亚似乎始终坚信，只有使索马里保持一定程度

的分裂，才能有效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④ 这种源于跨界索马里民族问题的国家

间关系，直接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外部势力的卷入反过来又加剧了索马里

局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四） 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为解决索马里国家失序困境，重建和平，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简称“伊加特”）多次主导召开索马里和解大会。 但是，在长期的和解、过渡和国家

重建过程中，各族群之间对于国家体制、议会民主选举、政府机构运行等问题中的权

力及利益协调问题一直分歧重重。 难以实现族际和解始终是阻碍索马里国家政治

重建的重要因素。⑤

在和解会议的框架下，为解决参会代表席位的分配争执，２０００ 年吉布提会议期

间制定了关于参会代表席位分配的“４．５ 分配原则”，即四大主要部族（达鲁德、哈维

耶、迪尔、拉汉文）与其他少数部族在代表席位分配中的比例为１ ∶１ ∶１ ∶１ ∶０．５。此后，在
历次索马里大会以及政府权力机构人员构成中，“４．５ 分配原则”一直是各部族政治

参与的基本原则。⑥ 该原则的确立主要体现了哈维耶部族精英及伊加特索马里事务

委员会的利益诉求。 哈维耶部族在过渡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占多数，他们期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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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湘东：《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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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缓和与其他部族的关系而强化其主导地位；伊加特则希望以该原则为切入点，实
现部族间的真正平等。 然而，该原则忽视了各部族人口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对部族

内部和部族之间的人口流动预计不足，缺乏对少数部族权力与利益诉求的尊重，引
起了少数部族对于共同分配大部族 １ ／ ２ 席位份额的不满。 其他三个部族也不满足于

与哈维耶享有同样比例的权力分配。 最终该原则未能写入索马里过渡时期宪法，因
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法律效力。① 该原则虽然在索马里和解、选举等各级大会

的组织过程中已经成为一项惯例，但却无力规制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结构，未能在

索马里被广泛接受，从而导致和解徒有其名。
在国家体制的选择和推进方面，部族间的权力斗争持续存在，以哈维耶和达鲁

德部族之间的分歧尤为突出。 在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雷会议上，对于是否选择联邦制的问

题，在伊加特技术委员会的高压下，各方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实现妥协，同意共同组建

中央政府，并于 ２００４ 年成立了过渡联邦政府。 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一直存在争议。 继

此前过渡国民政府主要由哈维耶部族建立之后，过渡联邦政府则成为达鲁德部族的

权力基地。 尽管肯尼亚大会多次强调“４．５ 分配原则”在政权分配中的地位，但是达

鲁德的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Ｙｕｓｕｆ Ａｈｍｅｄ）当选总统后，过渡

联邦政府很快成为达鲁德实现其政权目标的工具。 艾哈迈德总统及埃塞俄比亚支

持下的索马里和解与复兴委员会成为政府的主导者，他们任命与其利益一致的部族

联盟参政，哈维耶部族逐渐被边缘化。 事实上，在此期间，哈维耶部族控制了首都摩

加迪沙地区，并据此展开与达鲁德对整个索马里控制权的争夺。 到 ２００５ 年，过渡联

邦政府出现了哈维耶和达鲁德两个主要部族及其阵营的对立，达鲁德部族获得了埃

塞俄比亚和国际社会联邦派的支持，哈维耶部族则在阿拉伯世界、厄立特里亚、伊斯

兰法院联盟（索马里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援助下拓展势力。② 至此，在国际社会支

持下建立的两届过渡政府都谋求实现部族和解，但每一次均被其中一个主要部族所

控制。
经过长达八年的过渡，索马里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成立联邦政府。 但是，索马里在政

治重建中仍面临制定联邦宪法和推进议会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挑战。 当前，索马里联

邦政府主要由索马里兰③、朱巴兰、西南索马里、希尔谢贝利、加尔穆杜格、邦特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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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兰虽然拒绝接受索马里政府的管辖，自称为“索马里兰共和国”，但并未获得国际承认，仍被认

为是索马里的一个联邦成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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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邦成员州组成，①它们与主要部族的分布基本一致，因而进一步以政治分权的形

式强化了部族认同。 此外，各联邦成员州之间各有其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并未在

政府建构问题上达成妥协或一致；联邦政府也缺乏协商一致的政策或框架，难以解

决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争端。 各州在宪法上接受索马里

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管辖，索马里中央政府则承认地方政府在地区事务上拥有一定的

自治权，拥有各自的警察和安全部队，联邦政府在打击海盗、反恐等国家安全治理行

动中难以有效调动地方资源。

三、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深层原因

索马里族际冲突已经渗透到索马里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

状态，它是国内各族群政治诉求的排他性无法得到有效协调的结果，但与地区国家

及域外大国利用族际冲突强加干涉也不无关系。 此外，索马里青年党在“基地”组织

等中东地区宗教极端力量网络的支持下，对索马里各个族群推行分化和拉拢政策，
不仅严重威胁索马里及地区安全，也极大地阻碍了索马里族际和解进程。

（一） 族际认同及政治诉求的排他性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族际冲突的“本质主义根源说”认为，族际冲突本质上是

一种根源于族群间安全困境的权势争端。② 在传统的索马里社会生活中，人们遵循

父系血统追溯的习俗，在政治生活上，这种习俗表现为以父系血统、家族血缘为根

据，展开氏族或部族之间的合作或斗争。 索马里各个族群的“血缘性”和“地域性”，
使得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它们视本族利益高于一切，将他族视为对本族的

威胁，排斥和无视他族利益。③ 索马里独立后，氏族、部族作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进

入国家政权建设，它们与政权建设的结合并未摆脱根深蒂固的族群排他性，导致各

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政治诉求各异，成为族际冲突不断爆发的缘由。 代表部族或氏

族利益的政治派系领导人甚至利用人们对本族的效忠，展开对权力的争夺。 此外，
传统的氏族或部族认同与现代民族认同之间的巨大张力，则造成了索马里族际政治

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冲突。
在索马里独立前，英国、意大利利用索马里部族社会的排他性，划分殖民区域。

索马里独立后，临时国民议会曾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人们的部族认同和部族势

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反对国家分裂。 但好景不长，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

·６９·

①

②

③

《索马里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
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６７８５５０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８５５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美］阿舒托什·瓦什尼：《族群与族群冲突》，载［美］罗伯特·Ｅ．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２２ 页。

顾章义等：《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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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以部族为基础的党派组织重新出现，人们的部族认同再次凸显。 西亚德政府曾

经大力推行反对部族主义政策，但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反对派势力，其政权很快便

蜕变为代表达鲁德部族的集权统治。① 西亚德政府垮台后，索马里并没有重归和平

与稳定。 部族的排他主义强劲发展，原先结盟反对西亚德的各个党派，纷纷以各自

部族或氏族为后盾，展开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索马里由此陷入无政府状态。 此后，在
推动族际和解、促进国家建设的进程中，索马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始终受到氏族和

部族认同的巨大冲击。
（二） 周边国家利用族际冲突相互博弈并进行干涉

索马里族际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国内族际政治问题，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

国家深涉其中。 它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族群，进行战略博弈，一度使索马里成为地区

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场域。 地区国家间博弈与索马里族际冲突相互纠缠，使得原本

脆弱的索马里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愈加举步维艰。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因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尼罗河流域控制权的争夺等原因

长期对峙，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双方将角力场扩展至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东部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索马里人，虽然他们在欧加登战争后接受了埃塞俄比亚公

民身份，但是仍被埃塞俄比亚视为易受索马里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企图破坏埃塞俄

比亚团结的潜在力量。 因此，埃塞俄比亚时刻警惕“大索马里主义”的影响。 此外，
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和其他边境地区信仰

伊斯兰教的国民抱有一定的对立情绪。 ２０００ 年过渡国民政府成立后，索马里获得联

合国的承认，并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 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对过渡政府

表达了同情和支持，积极倡导索马里国家和平重建进程。 埃及的政治立场不仅源于

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还由于索马里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联系和重

要的地缘关系。②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一些军阀势力在拉汉文农牧区成立了与政府对抗的

索马里和解与复兴委员会，埃塞俄比亚趁机全力支持该组织，以对抗埃及所支持的

索马里过渡国民政府。 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对各自青睐的氏族或部族以及派系的支

持，直接影响了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雷和解会议进程。③ 埃塞俄比亚除了与埃及进行角逐

以外，还因为与厄立特里亚的历史纠葛而在索马里展开博弈。 ２００６ 年，当埃塞俄比

亚出兵打击伊斯兰法院联盟时，厄立特里亚则对后者表示支持。
土耳其、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也因地缘政治争夺卷入索马里事务，以实现各自在

非洲之角的利益诉求，从而拓展地区影响力。 ２００９ 年以来，土耳其积极采取诸如参

与打击海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倡议索马里和平谈判等多种手段，与索马里联邦政

·７９·

①
②
③

［英］ Ｉ． Ｍ．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 ２００－２０６ 页。
ＩＣＧ，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ｐ． ９．
ＩＣＧ， Ｓａｌｖａｇｉｎｇ Ｓｏｍａｌｉａｓ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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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持友好关系。①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土耳其打着为索马里提供军事训练和安全保障的

旗号，在摩加迪沙建成并投入使用其在非洲地区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② 作为土耳

其的竞争对手，同时也为了增强在红海和亚丁湾地区的影响力，并阻止伊朗在该地

区的战略进取态势，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主动参与索马里国家建

构。③ 除明确表示对索马里兰的支持以外，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阿联酋越过索马里联邦政

府，与索马里兰达成了建立柏培拉军事基地的协议。④ 阿联酋的这一行为强化了索

马里兰的分离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索马里的族际和解进程。
由此可见，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利用索马里族际冲突

展开战略博弈，而外部力量的渗透不仅加剧了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阻碍族际和解与

国家重建进程，甚至有导致索马里进一步走向国家解体之虞。
（三） 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企图渔利于族际冲突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伊斯兰法院联盟失势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迅速

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了索马里大片国土，
在非洲之角策划并组织了数百起恐怖袭击，成为威胁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毒
瘤”。 青年党利用族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人们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加剧了索马里政治

安全形势的不稳定。 同时，中东恐怖组织也利用青年党内部矛盾，大肆进行渗透，打
造东非恐怖主义网络，导致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形势愈益脆弱不堪。

青年党主张建立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在其发展壮大期间，逐渐形成了两个

派别：一是以艾哈迈德·阿布迪·戈登（Ａｈｍａｄ Ａｂｄｉ Ｇｏｄａｎｅ）为首的国际派，他们在

伊萨克部族“大索马里主义”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主张将暴恐活动扩大到整个非洲之

角地区，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家”；二是以精神领袖谢赫·哈桑·阿维斯（Ｓｈｅｉｋ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ｗｅｙｓ）、副领袖谢赫·穆赫塔尔·罗博（Ｓｈｅｉｋｈ Ｍｕｋｔａｒ Ｒｏｂｏｗ）为首的本土

派，他们大都来自哈维耶部族和达鲁德部族，主张将袭击活动局限于索马里境内，以
实现国家伊斯兰化为首要目标。⑤ 中东恐怖组织利用青年党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分

歧，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国际派的渗透、分化和拉拢，不断向其输入资金、武器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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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ＣＧ，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Ｎａｉｒｏｂｉ ／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２， ｐｐ．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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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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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 ｎｅ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ｇｕｌｆ⁃ｃｒｉｓ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ｃｈｏｉｃｅｓ⁃ｈｏ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２１２１０２５６６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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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帅：《索马里青年党发展动向》，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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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和支持青年党的“圣战”活动。 ２０１２ 年，青年党正式加入“基地”组织，并在后者

支持下，大肆清缴本土派势力，进一步密切与中东恐怖势力的联系，从而成为“基地”
组织在东非地区“开拓进取”的一大跳板。①

青年党虽然是一支由来自多个部族和氏族的“圣战”分子组成的武装，但在本质

上是索马里众多族际武装当中的一支。 为了兼顾不同族群的利益，青年党吸纳不同

部族和氏族成员进入组织管理体系，以弥合组织内部矛盾，并提高宣传动员能力。
尽管其最高行政机构的领袖成员来自不同部族，但在青年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伊
萨克部族起到了关键作用：前任领袖戈登、副领袖易卜拉欣·哈吉·贾马·米阿德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Ｈａｊｉ Ｊａｍａ Ｍｅｅａａｄ）均来自索马里兰地区的伊萨克部族。 他们沿袭了曾在

伊萨克部族盛行一时的“大索马里主义”梦想，将宗教信仰与民族情绪相结合，并企

图通过暴动手段实现“大索马里”梦想。 在行动中，他们经常利用族际认同达到其目

的，通过扶植某个部族或氏族来对抗其他部族或氏族，体现了其族际武装的本质。②

青年党一方面跨越族群界限，利用“大索马里”的民族认同塑造一种高于族际认

同的政治信仰，为其行动披上了“正义”面纱；另一方面又利用族际认同进行宣传动

员和政治分化，使其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结果使得其族际武装团体的本

质在不同族类群体中虚实难辨，进一步恶化了国家及地区安全形势。 当前，青年党

与中东恐怖势力相互勾结，使得非洲之角与中东地区面临更严峻的安全形势，而要

从根本上剿灭青年党，并防范类似极端组织的出现，必须要回到索马里国内的族际

政治并从中寻找答案。

四、 结　 语

长期以来，索马里不同氏族和部族各自的族群认同构成了索马里社会组织和政

治生活的基础，几乎每个氏族或部族均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索马里国家建设进

程中表现为毫不妥协的政治诉求及经济利益；内战爆发后，在外国干涉和宗教极端

势力的作用下，族际冲突不断蔓延和升级，致使国家长期处于“失败”状态，甚至“外
溢”为地区安全威胁，不断冲击地区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与重塑。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遭遇挫折的后果，而
族际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失败的原因。 从索马里的国家失败经历来看，不
论是无政府时期基于氏族和部族的派系冲突，还是过渡政府时期的权力分配矛盾阻

碍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族际政治始终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 它与地区干涉力量和

宗教极端组织等其他因素深度交织，共同构成了阻碍索马里国家建构的几大结构性

·９９·

①
②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７１ 页。
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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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同时，索马里族际冲突源于大历史时空维度上的族际认同与利益诉求。 在索

马里独立后的 ３０ 年间，各部族搁置矛盾，共同致力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而
在西亚德政府垮台后，索马里陷入长期无政府状态或国家失败困境，从而为索马里

族际冲突以暴力形式呈现并加剧创造了条件：各部族和氏族及派系为争夺国家权力

爆发冲突，联邦制政府建构艰难曲折，索马里兰在内战中宣告独立，另一些地方的分

离主义倾向时隐时现。
在诸多受到族际政治困扰的国家当中，陷入近 ３０ 年的族际冲突和国家失败困境

的索马里成为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极端案例。 从索马里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族
际冲突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干涉、宗教极端势力等共同作用，成为导致国家失败

和国家重建屡遭挫折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失败的无政府状态又削弱

了民族与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无力推动族际和解，地方性族际认同进一

步被强化，由此加剧了族际冲突。 所以，在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际

冲突与失败国家构成一对“正相关”关系。 同时，族际冲突又与国家建构形成一对

“负相关”关系，这是索马里及同类失败国家在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时面临的根本

困境。
从索马里内部次国家层次的族际互动关系视角研究族际政治与国家建构，可以

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西亚、非洲以及其他地区一些类似国家的族际政治现象和原

因，对于国际秩序重塑背景下此类失败国家的重建和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由

于地区相关国家和大国力量的卷入，以及宗教极端组织网络的作用，索马里冲突与

也门内战、叙利亚战争存在某种相似性，凸显了本案例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

前，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战乱未已，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在叙利亚，国家建构也

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的族际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巨大张力，如在阿拉伯人、土库曼

人、库尔德人之间，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各方因为不同诉求而冲突不

断。 在也门，南北之间在宗教认同、政治诉求、利益分配等问题上长期对峙，加上地

区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干涉与分化，如沙特和伊朗通过支持不同派系而在也门展

开战略博弈，冲突各方毫不妥协，导致国家乃至地区长期动荡。 在这些国家的和解、
重建与治理中，需要充分借助国内国际多个平台，协调族际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

同之间的关系，调和族群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实现族际政治和解，增强社会与国

家凝聚力，建立善治政府，为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建设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也要警

惕和排除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干涉与分化，从而引导国家逐步走出战乱频仍的失

败困局。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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